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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修律对当代中国立法的启示
———以礼法之争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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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修律期间，修订法律馆逐步推出了《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公司律》、
《破产律》、《银行则例》、《保险规则草案》、《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一系列近代法律文件，使近
代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得以全面系统地引进，极大促进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而在修
律过程中所发生的关于是以“礼”还是以“法”指导新立法的礼法之争，折射出传统观念和外来
观念的冲突问题，即法律的适应性问题是法律改革过程中不能避免的问题，这对于当代中国的
立法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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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修律概述
( 一) 清末修律的时代背景
清末修律，指的是 20 世纪初，满清朝廷在内
外交困之下，被迫进行的一场法制改革。19 世纪
末至 20 世纪初，清朝专制统治一步步走向衰败，
农民起义、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了中华大地，强烈
震撼了清朝的专制统治，而 1901 年清政府在八国
联军威逼之下所签订的《辛丑条约》，更使中国与
中国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经过一连串的打
击，清朝统治者终于认识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
经，无一成罔变之治法”。为消弭日益激烈的民
主革命运动，扶大厦于将倾，清政府决定仿效戊戌
年之旧事，藉由“新政”以摆脱统治危机。
公元 1902 年二月，清廷再次就法制改革问题
下诏: “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
详。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
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
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
专条。”［1］3据此谕令，当朝实权人物两江总督张之
洞、北洋大臣袁世凯等人向清廷上表举荐沈家本、
伍廷芳、杨度等法学家执掌修订法律馆“就目前
新政宜改订者，择要译修”。于是清政府“著派沈
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
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
有抑治理”。［1］3自此修律的大幕正式拉开。满朝
文武“争言变法”，制定宪法、编撰新律、厘定官
制、司法革新等内容成为朝野上下乃至街头巷尾
热议的话题，举世瞩目的清末“新政”随之次第展
开。［2］清政府变革求新的举措让中外各界感到耳
目一新。
( 二) 清末修律的指导思想
清末修律是 20 世纪初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
下被迫实施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法律变革运动。减
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清政府追求
法制改革的重要原因，因此“折冲樽趄，模范列
强”便成为变法修律的重要目的。但清末修律从
根本上说是清政府以变法自强之名，行欺骗国内
的民主革命势力之实，其意在于消弭人民反抗，从
而挽救统治的危机。［3］所以毫无疑问，清末修律
的指导思想便是“参考古今，博辑中外”，并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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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务期中外通行”，为此要坚持“中国法律与
各国参考互证”作为修律的基本方法。这一思想
可以在清政府主持编撰的各种法律文件中得到体
现。例如《大清民律草案》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注
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即与西洋诸国通行的民
商事法律原则、规则相适应。该法确立了契约自
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规定了民事权利能
力和行为能力、人格权、法人制度、土地所有权制
度、时效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但统治者又希望该法
“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家庭财产、继承、婚姻
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均须符合传统礼教“三纲五
常”的要求，维护家父、族长的权威，从而巩固地
主阶级的专制统治;实行宗法家长制度、在离婚权
限上偏向男方、在父母子女关系中确立亲权就是
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纵观清末修律，“模范列
强”仅是其形式与手段，而“固守传统”、巩固统治
才是变法修律的核心。清政府对清末变法修律的
指导思想体现在以下几点，即:
1．中体西用。“务期中外通行”是清末修律
的宗旨和基本要求，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不可动
摇“国本”，对此清朝统治者对沈家本等人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
2．修律与研核法理结合。沈家本在主持修律
时努力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他充分认识到法
学研究的兴盛与否关乎法制建设与改革的成败，
“并从变法修律的需要出发，探讨西方法理学，用
以指导改革旧律，创建新章。”［4］“罪刑法定原则”
是近代著名的刑法原则，沈家本据此提出禁止司
法官在断案时任何比附、枉法擅断;中国自古以来
实行民刑合一的法律体系，沈家本就参照西方民
刑分立的法律体系，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体例、
篇章结构进行变革; 分权制衡原则与司法独立原
则是近代西方政治法律架构原则的精华，《法院
编制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文件也
随之应运而生。
3．修律与促进法制文明结合。中国古代法往
往刑罚酷烈，这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必
然产物。时至近代，沈家本希望改变野蛮、落后的
清律，使刑罚人道、宽简适中，赢得西洋各国的认
同。他主张废除长期存在的凌迟、枭首、戮尸、缘
坐、刺字等残酷的刑罚、减少死刑条款、改戏杀、误
杀、擅杀三者的刑罚为流徒刑。此外他还提出禁
止买卖人口和蓄养奴婢、改良监狱等以促进法制
文明、推动社会的进步。
( 三) 清末修律的主要内容
清末修律对中国法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
义，其制订、编撰的法律规范涉及民事、刑事、司法
等方方面面，其主要内容如下:
1．仿行宪政。清政府于 1906 年开始进行官
制改革，两年后又推出《钦定宪法大纲》，以缓和
阶级矛盾，奠定了近代中国法的基础。
2．修订现有法律制度。如取消野蛮残酷的刑
罚如废除凌迟、实行满汉平等。虽然部分法律未
及实施清朝便已灭亡，但其影响十分深远。
3．制定新律。《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新刑
律》、《大清民律草案》、《公司律》、《破产律》、《银
行则例》、《保险规则草案》、《商标注册试办章程》
等极具代表性的法律文件在公元 1902 年后逐步
推出。虽然很多法律文件无法真正得以实施，但
修律活动仍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中国法律体系的
演进与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4．改革司法体制。清政府对司法机关与司法
行政机关进行改革、规定了审检合署、实行四级三
审制、改革狱政。使中国第一次建立了包括审判
制度、警察制度及监狱管理制度等近代意义上的
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5］由此，中国开始摆脱司
法权与行政权一体的窠臼，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
确立了司法独立。
二、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 一) 礼法之争概述
礼法之争是清末修律过程中所发生的关于是
以“礼”还是以“法”指导新立法的论争。礼是指
中国传统的礼教，即法典化的纲常名教。法是指
西方的“通行法理”。礼法之争是以维护宗法等
级家族制度，进而维护整个君主专制制度为目的
的传统法律原理，与以维护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
进而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法
律原理，在中国的严重对立而引起的一场争论。
礼教派又称家族主义派、国情派，法理派又称为国
家主义派、反国情派。因法理派以沈家本为旗帜，
有学者又将两派称为“沈派”和“反沈派”。礼法
之争集中围绕两个法律草案展开，即前期的《大
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和《大清新刑律草案》，
尤其是《大清新刑律草案》中涉及亲属间的犯罪
条款诸如“无夫奸”、“子孙违反教令”等规定，两
派争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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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年，伍廷芳仿照英美等国的制度，草订
了一部简明诉讼章程，该法因引进律师制、陪审
制、罪刑法定制、公开审判制等一系列西方资产阶
级司法审判制度，遭到以张之洞为首的部院督抚
大臣的指驳，认为该草案“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
国名教之防; 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
教。”［6］结果该草案因礼教派的反对，没有公布即
成废案。
1907 年，沈家本聘请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草
订《大清新刑律草案》。该草案上奏清廷后，同样
遭到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一致反对。张之洞
以学部名义，对草案进行全面批驳。认为君臣、父
子、夫妇、男女、尊卑长幼的法律地位不应平等，法
律如不维护这种等级差别，就是败坏礼教，不审国
情。在他的带领下，守旧派群起而攻。1909 年清
朝廷综合礼教派的意见，将草案交修订法律馆和
法部审查，法部尚书廷杰以“揆诸中国名教，必宜
永远奉行勿替者，亦不宜因此致令纲纪荡然”［7］
为理由，在草案后面加上维护纲常名教的附则五
条，这次修正案定名为《修正刑律草案》。
1910 年，《修正刑律草案》交宪政编查馆考
核。时任宪政编查馆参议的劳乃宣认为草案正文
与附则本末倒置，向宪政编查馆上《修正刑律草
案说帖》，提议将“旧律有关伦纪礼教各条”直接
列入新刑律正文。［8］沈家本等法理派奋起反驳。
结果考核者调和双方意见核定后，将该草案更名
为《大清新刑律》，《附则》更名《暂行章程》，交资
政院议员议决。
在资政院，杨度作为宪政编查馆阐述新刑律
宗旨的特派员，到议场发表演说，尖锐批评传统法
律所依据的家族主义原理。在杨度看来，国家主
义原理符合当今世界各国法制保障个人自由思想
的原则。对于中国而言，变法修律也应当坚持国
家主义原则以获得人民的更多认同。［9］杨度的观
点自然遭到了以劳乃宣为首的礼教派的激烈反
对。由于双方观点无法调和，故资政院决定以投
票解决。其结果，多数同意子孙对尊长可以适用
正当防卫，而无夫和奸则以有罪通过。因资政院
会期已到，别的观点未得到及时表决。虽然资政
院已经闭幕，但礼法之争仍然没有结束。礼教派
对法理派，尤其对沈家本进行弹劾，在一片指责声
中，沈家本于宣统三年二月被迫辞去了修订法律
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的职务。
( 二) 礼法之争的实质
礼法之争实质上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在
立法过程的反映。礼法之争的事实，暴露了法律
变革，具体地说是法律移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
生传统观念和外来观念的冲突问题，亦即法律的
适应性问题。笔者认为，尽管法理派的主张代表
了此后的法律发展方向，法律在沿着西化的道路
往下走，但在对这个问题的论证上，同礼教派一样
都是不充分的。
时至晚清，传统法律体系的弊端极为显明，不
再能够规范已经变化了的近代社会，需要改革乃
理所当然。在法理派看来，移植西方法就有了不
言自明的正当性。他们无暇也没有充分的学养来
论证移植来的西方法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在他
们的观念里，这是一个当然的前提。
在劳乃宣看来，法律生于政体，政体生于礼
教，礼教生于风俗，风俗生于生计，根据生活方式
的不同，法律有家法、军法和商法之别。中国为农
桑之国，是不能以欧美工商之法治理中国。［10］从
今天的眼光来看，如果就一般论证法律与社会的
关系而言，他的认识是基本科学的。尽管他的逻
辑没有问题，但他的小前提却有问题，当时的中国
社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桑社会，而是一个半
农业半商业社会。所以劳氏认为法理派移植的新
法完全不适应当时社会的观点就有些站不住
脚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时期的法理学家蔡
枢衡先生在反思中国法律近代化问题时指出，
“沈派取消了新法和社会不适合这个问题，反沈
派却肯定了新法和法律史不连接是反映客观事实
的真理”。［11］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明白这场论
争的本质。
通过对礼法之争的回顾不难发现，传统观念
和外来观念的冲突问题，即法律的适应性问题是
法律改革过程中不能避免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
困扰着中国近现代法学，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法律上传统已经断裂，社会上的传统依然我行我
素，这就是礼法之争所反映的近代社会和法律。
三、清末修律对当代中国立法的借鉴意义
纵观礼法之争及整个清末修律的过程不难发
现，清政府修律的过程，便是一个对法律制度不断
扬弃的过程。尽管礼法之争使制订的新律掺杂了
浓厚的专制色彩，但无论是礼法之争的过程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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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还是整个清末修律活动，都在中国法制发展史
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对于当代中国的立法者而
言，应当在反思清末修律的过程及礼法之争的影
响的基础上，推动科学立法，为“全面依法治国”
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 一) 立法活动须建立在法律文化更新的基
础之上
法律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共
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
现象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从内
容上看，法律文化可以分为制度与精神两个层面。
法律文化对法治建设的影响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
的，显性的法律文化，主要是通过制度与其他法律
设施来对社会发生影响的;而隐性的法律文化，通
常是通过习惯和心理影响法治建设的。这种影响
渗透在人们思想、心理和习惯中，以一种潜移默化
的方式决定了社会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的法律
文化在整个中国古代的立法、执法与司法上都体
现得淋漓尽致。在观念上，中国古代的立法总体
上秉持了“德主刑辅”、“礼法结合”、家族本位的
思想，而在制度上便体现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司
法与行政合一、淡化市场观念、强调人民义务的特
征。这种融合了天理、国法与人情的法律文化在
相当长的时期维护了专制社会的稳定，巩固了中
央集权制度。但时至近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的重礼轻法、重刑轻民、无讼是求、刑罚残酷等阻
碍社会进步的因素便充分展现在世人面前，时代
的发展强烈呼唤着法律文化的更新，清末修律期
间的“礼法之争”，其实质就是一场新旧法律文化
的较量。以沈家本、杨度等人为代表的进步人士
与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保守派官僚围绕法
典的编撰、修订活动等据理力争，最终的结果是，
清廷采纳了“礼教派”的系列主张，在《暂行章
程》中对“子孙违反教令”、“存留养亲”、“干名犯
义”、“无夫奸”、“子女对尊长能否行使防卫权”条
存废等问题作出了符合传统伦理思想的规定。而
《大清民律草案》中，修订法律馆受到官僚集团的
压力和“数千年来中国贯行家属制度之习尚”观
念的束缚，对体现父权和夫权的家长制度予以继
承、对宗祧继承制度也予以了保留，这充分说明了
传统法律文化在 20 世纪仍具有相当强大的生命
力;而以维护专制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法律文化，
决定了清末立法无法让中国实现真正的法治、民
主，更不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因此也难以
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实现科学立法、建设现代
化的法治国家，促进法制文化的更新，摆脱落后法
律文化的羁绊是不可或缺的。先进的法律文化可
以为全面依法治国营造良好的立法氛围，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使立法体现出民主性、科学性。首
先，社会各界都要转变权力至上、重刑轻民的思
想，树立法律至上、刑民并重、权利为本的新观念。
其次，要推进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大力培育社会
力量，让渡一部分政府的权力给国民与社团。唯
有切实改变原有的政府全方位管理社会的计划经
济思维，让社会各界有足够的力量监督政府，才能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培育民主、科学的法
律文化。此外，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
革、完善也是促成法律文化更新的重要因素。新
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计划
经济体制并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对应的制度体系与
法律文化。保守僵化、长官意志之风盛行。唯物
辩证法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较于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天然地具有追求平等、自愿、
等价有偿的思想特征，让市场切实在资源配置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有助于培养国民的契约精神、规
则意识，使国民认同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观念，
从而有效促进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最后，要善于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自产业革命以来，全球化
迅速发展，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一个整体，我们对于
先进的法律文化应该秉承开放的胸襟，如同“大
化改新”时的日本与彼得大帝时期的俄罗斯帝国
一样努力向世界发达国家取经、学习。作为发展
中国家，我国应加强与外国的交流，吸取其法治建
设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促进法制观念的更新与法
律制度的演进，使中国的法律文化跟上世界法律
文化发展的脚步。立法者应当在尊重国情世情民
情、保障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适度引入
外国先进的法律文化并为我所用，建设符合时代
潮流，体现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法律文化。唯有
如此，才能使立法体现出科学性、民主性，焕发出
强大的生命力，才能保证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
( 二) 立法活动必须坚持“扬弃”的态度
法律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中华文
明数千年来一直绵延不绝、薪火相传，科学立法自
然离不开对悠久历史的传承。但对待中国传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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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化，我们应该秉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
主义，一方面，我们不能将传统法律制度全盘否
定，而是要取其精华，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
多积极因素诸如“恤刑”制度、“自首减免”原则、
“死刑复奏”等融入现代法治建设、改革的过程
中，使之成为我国现代法律规范中的特色。《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与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就是
传统的“恤刑”思想在现代刑法中的体现; 而《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死刑复核制度也
能在中国法制史上找到渊源。此外，我国古代法
律的礼法并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
用”的思想也为“附条件不起诉”、“缓刑”制度提
供了历史依据。这些数千年前的法律思想直至今
日都闪现着智慧与人性的光芒。
但另一方面，历史已然昭示: 法令不更，锢习
不破，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法律
制度中存在着大量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与民主精
神的因素，难以创造出现代民主和法治。清末修
律中，对于维护专制地主阶级统治的“侵犯皇室
罪”、“杀尊亲属者，处死刑，但杀普通人却有可能
处无期徒刑”等规定及“男尊女卑”、“三纲五常”
等腐朽、落后的思想，《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
草案》等法律皆有体现便说明了这一点。纵观数
千年中国历史，人治之下，法随言出，权大于法;法
律重义务而轻权利;法的实施缺乏程序性正义，因
人而异、同罪异罚; 刑罚残酷，统治者对法律的工
具主义追求使得民众难以建立对法的信任与认
同，人民惧法而不爱法，避法而不善于用法; 等级
之制、关系文化盛行，都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法
治难题，我们必须去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积极拥
抱现代法治文明。立法者应当将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的整体框架和基本精神整理出来，将具体制度
放置于特定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加大对古代腐
朽、落后法律思想、制度的批判力度，并将这种批
判引导到当下的制度建设中。要以科学的刑事立
法来打击各类新型犯罪特别是信息网络犯罪，提
倡教育与惩罚相结合，进一步减少死刑的适用;以
科学的民商事立法来保障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
受侵犯、强化对老年人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力
度、尊重公民的信息安全、保障市场交易的顺利进
行;以科学的行政立法来规制行政权的滥用、保障
公民的自由权利，去除“官本位”思想。利用“取
其精华”固本培元，通过“去其糟粕”补血益气，才
能释放出蕴含在传统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中的巨
大能量，让一切推动法治进步的源泉充分涌流。
( 三) 立法活动必须正确进行法律移植
法久则弊，法弊则更。法律移植是法制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
对外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成功的法律移植能够
促进社会的转型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团结，缓和日
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日本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时
期的法律移植便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
动力。但法律移植也必须注意国外法与本国法之
间的同构性和兼容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下，当权者在修法、用法时切不可“邯郸学步”，简
单地复制其他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而是要尽量
结合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社情民意，取长补短、
推动社会进步。当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发展差异十分巨
大，国情、世情与民情的复杂性决定了我国在移植
外国的法律制度时也必须坚持有所取、有所不取
的原则，坚持法律移植的本土化取向，做到洋为中
用、批判接受，而非“东施效颦”、“亦步亦趋”。对
此，《大清民律草案》为今人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
教材。修订法律馆制定了《通行调查民事习惯章
程文》送达全国各省区，令有司对各地的风土人
情详加查察，这些调查结果不仅助推了民律草案
的制订，而且也为随后民国初期的立法活动提供
了参考。但《大清民律草案》的前三编———即总
则、物权、债权部分，虽然引入了欧陆法系民商事
法律常见的规则与理念，适应了商品经济的需求，
却忽视了仍然十分强大的传统习俗，例如对历史
悠久的“典”、“老佃”等民事行为未作任何规定。
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的日本法学家由于不熟悉中
国传统的民事法律关系，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事
法律制度进行简单移植而没有考虑中国社会的接
受度，使《大清民律草案》的部分内容脱离国情，
无法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
大的历史遗憾。
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立法者应在借鉴
西方制度的前提下考虑到本国的具体国情进行学
习、参考，把适应不了本国国情的制度放弃，吸收
适合本国发展的有益成分。如今我国进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订工作，在立法的过程
中，立法者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将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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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未成年人明确界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加大对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个人信息、
虚拟财产的保护力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
设、改革保驾护航。这些内容在不久前刚刚通过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已经得到了体
现。但对于争议较大的“安乐死”、“同性婚姻”问
题，则应保持谨慎，避免盲目跟风以致于超出社会
的承受度。
( 四) 立法活动必须以人民为主体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民心向背决定
着立法的成败乃至于政权的生死存亡。因此，立
法法治建设必须顺应人民的意愿，以人民为主
体。［12］立法者乃至于执政者必须关切广大劳动人
民的利益与福祉，让大多数国民能够分享到社会
进步繁荣所带来的福利，如此方可调动全社会参
与法治建设的热情，法治建设、改革才能赢得大众
的心理认同，厚植于人民心中，团结一切能够推动
法治建设的社会力量，万众一心、排除万难，最终
促成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顺利实现。历史早已证
明，清朝统治者推行变法修律只是巩固专制统治
的权变之策，并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这就从
根本上决定了修律活动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与拥护;反观新中国，在 2014 年年底召开的中共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
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
象。”这充分体现了党对于制度反腐、依法执政的
高度重视，全会同时要求“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
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
和其他财产性利益”，这些内容均表达了全面从
严治党、严厉惩治腐败的思想理念。随后，在
2015 年制定并颁布的《刑法修正案 ( 九) 》中，立
法者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所作出的
部署，通过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
修改、设立终身监禁制度及严惩行贿犯罪回应了
广大人民的诉求，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这
就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氛围。同时，在立法过程中须加强同人民的
沟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这不仅能够最
大限度地促进人民群众对于立法工作的理解与支
持，也能使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内容展现出“以人
为本”的精神与价值，更加关注个体的命运，有利
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总之，立法活动离不开人民，法律制度的完善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唯有如
此，才能彰显立法的科学性，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
标才能顺利实现。
四、结语
欲求振作，须议更新。一个世纪前的清末，以
沈家本、伍廷芳、杨度为代表的法学家担当起挽救
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在近代工业文明大潮的冲
击下变法修律，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历史贡献，在数千年中国法律史的长河中
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清末修律活动虽然很快便宣
告终止，但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如今
改革开放的巨轮已然破浪航行了近四十载，随着
经济总量的不断攀升，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社会
思潮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我国的法律文化
与法律制度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
间的矛盾与冲突。清末修律对当代中国的立法工
作与法治建设建设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意义和
教训，它不仅在当时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法制化，促
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与人民民主法治意识的提
高，而且对当代中国的立法工作意义重大。后世
的立法者理当以史为鉴、知古鉴今，以批判的眼光
审视前人留下的历史遗产，为实现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所确立的“科学立法”目标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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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Law Ｒevision office gradually introduced a series of modern legal
documents，including the New Criminal Law of the Qing Dynasty，the Draft Civil Law of the Qing Dynasty，the
Company Law，the Bankruptcy Law，the Banking Ｒegulations，the Insurance Ｒule Draft，and the Trial
Ｒegulations for Trademark Ｒegistration，which introduced the modern western legal system and regulations．
The introduction of legal theory in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way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law amendment，the dispute over whether to use“courtesy”or
“law”to guide the new legislation reflects the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foreign concepts，that is，the
adaptability of law is an unavoidable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law reform，which has a positi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legislative work of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law revision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controversy between etiquette and law; Shen Jiaben;
Wu Tingfang; Zhang Zi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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